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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
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心。为纪念当代礼

学大家沈文倬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岳麓书院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５日－２６日，主办
了中国礼学学术研讨会，海内外７０多位学者参加会议。本辑论文是从会议论
文中选出。

（朱汉民教授）

关于中国礼文化研究的思考＊

邹 昌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世界文化有两大类型，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一个礼文

化模式，具有原生性、循序渐进性和包容性。通过分析和揭示中国礼文化各个方面的特征，及其所决定的儒学（儒

教）的特点和走向，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差异不是简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有着整个体系的差别。

［关键词］古代历史；中国礼文化；原生；儒学；宗教；疑古思潮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７６３（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０５—０９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ＯＵ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ｏａ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ｉｓ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自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以来，已为人们普遍
接受。我又根据前人的论述，及研究心得，提出了“六
经皆礼”的看法。既然二者同在中国，它们是何关系，
就必须首先说明。笔者认为，二者在中国，是同一内容

的不同表述。但要提醒大家，出了中国，二者就不具有
同一性。
历史，好理解。虽然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规律

对现实和未来都有影响，但说的都是过去。而礼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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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以，还要加以说明。
按照传统的看法，礼有体、履之分。但自西学东渐

以来，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故关于什么是礼，分歧很
大，这也是导致笔者不得不说明的原因。
我认为，关于什么是礼，应该把握三重意思：
第一，礼是习惯、习俗，是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

如《礼记》中讲：“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未形，使人日
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这无疑就是习惯、习俗。故李
亚农认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数百年的习惯”。这
与《仪礼》的内容是一致的。
第二，礼是“一以贯之”的传统。如孔子说：“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又说：“吾道一以贯之”。
说明，这不是孔子之“作”“一以贯之”，而是中国的传统
“一以贯之”。孔子不过是将其中的义理抽象出来，以
达到维护、推动其发展而已。李亚农把它理解为习惯、
习俗，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①。其正确的一面
是，中国的礼都是起源于习惯、习俗。其不正确的一面
是，把礼理解得太短，只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把“一
以贯之”的东西也丢掉了。中国的礼，何止“数百年”，
说它有几千年、几万年都不为过，因为它是与生俱来
的。由于这么长，中间肯定有损益、变化。但不管怎样
变化，其中始终有“一以贯之”东西存在，这就是传统。
“一以贯之”，不过是其属性。当然，李亚农的理解，是
不包括儒学的，这也是他的不足。所以，只有把儒学也
包括进去，才是正确的，人们也才能看到“一以贯之”的
东西。故不把礼看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肯定是要
出问题的。
第三，中国的礼是有序的历史。虽然各民族都有

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我们所说的“有序的历史”。我们
所说的“有序的历史”，是指人类必须经过的全过程。
它没有中断，没有跳越，而是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的循
序渐进的活文化。迄今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有，其他
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如：西方的活文化，止于希腊、罗
马。至于希腊之前的迈锡尼文化和克里特文化，都是
以后考古才发现的。印度的活文化，则止于吠陀时代。
吠陀之前的哈拉巴文化、墨亨左达罗文化，也是以后考
古发现的。至于中东，更是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替。其
活文化，止于《旧约》和犹太人，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
故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指出：“在世界上，与中国同样
建立起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印度河流域等，

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早在两千年前就灭亡了。没
有一个像中国那样，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存至今天。

中国文明的产生，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②正是中国
这种活文化的循序渐进性和连续性，所以，哈佛大学的
张光直教授提出，世界文化可以划为两大类型，即连续
型和突破型③。我则根据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原生形
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论述，把世界文化看作两大
单元———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文化单
元。在这两大单元中，由于只有中国文化独立地构成
了原生道路，所以，“六经皆史”和“六经皆礼”才有这种
同一性。但出了中国，就不具有这种性质。

范文澜先生根据中国传统、西学和马列主义，在
其《经学讲演录》中指出，所谓礼，就是中国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的总和④。但范老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
氛围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天在礼学日益昌
明的时代，范老这一看法，应当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

至于礼的内容，则是历代学者研究的重头戏，笔者
当然也无法回避。这里无法详述自己的看法，仅就有
关问题及心得，谈点见解。

由于西方文化，或者说，除中国之外，历史都不是
有序的，其他所有的活文化都是文字以后的产物。所
以，西方（即近现代）把有文字的历史看成金科玉律，认
为只有有文字，才是文明社会，没有文字，只能是原始
社会（不过这点，现代也有了突破口，因为美洲的印加
文明，据考古发现，存在了一千多年，却至今没有文字，

故这种文明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在西方看来，至今还是
一个谜）。但中国文化却是个例外，这就是礼。中国人
举手投足之间，都受到礼的制约。不但有文字的历史
是礼，而且无文字的历史也是礼。所谓“经礼三百，曲
礼三千”，正是中国的礼具有全覆盖性的象征。因为没
有长期的积累，只凭短期的习惯、习俗，是不会有这样
庞大的系统的。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是不会有统
一的文化性质的。至于经常中断和跳跃，更不会有文
化的内在和谐和无冲突性。正是礼的这种性质，引起
了人们的极度重视。这也是笔者感觉无法绕过的问
题，故我们的视线，也不得不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谈起。

关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
法，即郑玄和臣瓒、叶梦得、朱熹的看法⑤。关于“曲礼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３２页。
［日］薮内清，梁策，赵炜宏译：《中国科学·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页。
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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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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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二者基本相同，即人们的行为规范———“履”的
内容有三千项之多。至于“经礼三百”，二者则分歧很
大。郑玄认为，“经礼”是指《周礼》三百六十官，所谓“三
百”，不过取其成数。这是制度，是“体”。朱熹则以孔
子所说为据，认为“经礼”是指像《仪礼》那样的大礼，原
有三百篇之多，只是后来丢失不全了。且《周礼》在汉
代，只称《周官》，而不称《周礼》。故郑玄用官数代替礼
数，也是错误的。
第三种看法，却是笔者的。笔者认为，朱熹对郑玄

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否定《周礼》制度与“经礼三
百”的联系，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关于“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必须看到礼的三个层次，才是合理的。这
就是曲礼、经礼和常礼（即达礼）。经礼与曲礼的区别，
一个是指有成套仪式的礼，有“三百”项之多。并根据
文献考证，至今还能见到九十多项的名称。至于曲礼，
则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如怎么走路，怎么吃饭，像《礼记
·曲礼》等记载，这样的没有成套的仪式的礼有很多，
具有全覆性，所以号称“三千”。曲礼、经礼，都是即实
之制，人们不需要特殊去掌握其程序。掌握其程序的
人，是特殊相礼之人。如果人人去掌握其这么多程序，
岂不要皓首穷经，还怎么做事？所以，那种认为“经礼
三百”是人人需要掌握的看法是错误的。至于《仪礼》

１７篇，笔者认为，原本就是如此，既没増加，也没减少。
但这１７篇，是人人需要掌握的，所以称为常礼或达礼。
之所以如此，不但是这１７篇包括了“经礼三百，曲礼三
千”人文之大数，而且从意义上讲，包括了人生礼仪成
人礼的各阶段、各层次的内容。是经过无数代人，如周
公、孔子等圣人总结制作，流传下来的。这就是笔者关
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基本看法。
至于郑玄与朱熹的不同，笔者认为，不是礼数的不

同，而是结构的不同。郑玄的结构是代表了国家体系
（即吉、凶、军、宾、嘉）的分类，而朱熹的结构是代表了人
生体系（即“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
于乡、社”）的分类。二者从起源看，是一致的。只是当
这种礼仪模式发生动摇———即“礼坏乐崩”时，人们才
更向生活和人生靠近。而当民族矛盾冲突时，则更向
民族和国家靠近。这也是中国文化始终坚持家国为一
体的真正原因。然而不管何者，其坚持的都是中国文
化。也正是因此，中国文化才能始终保持原生形态，具
有巨大包容性。
春秋时代，由于“礼坏乐崩”，迫使儒家不得不将其

义理抽象出来，以维护和推动中国礼文化模式的发展。

故儒家将义理提炼出来，这是中国礼文化发展的一个
新阶段，即以义制仪的时代。因此，孔子所说：“制度在
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礼记·仲尼燕居》）实
际是漏掉了“义理在礼”。不过，这是孔子的原话，“义
理在礼”，这是孔子以后的事情。至于后人的论述，或
者是尊重孔子的原话，或者还有不足之处。因此，孔子
的原话，从今天看来，应表述为“义理在礼，制度在礼，
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这与《三礼》的称谓也是一
致的。
正是以上认识，所以，笔者以为，研究礼，还要有一

定方法，才能少走弯路。在这里，我认为，应从四个方
面入手，才能全面把握礼的内容。首先是对生活方式
的研究。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指出：“不管怎么变化，
人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即男女
关系），以及一切安身立命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出发
点。”①这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从经济基础入手的方法。
其次，才是附着于其上的人文因素，这就是文化。再
次，才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制度。最后，才是其中的道
理，即义理，然后才是其他的因素。当然，这种马后炮，
是礼学大家们不屑一顾的。但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
不能不知道的。笔者虽不是纯粹研究礼出身的，但恭
添礼学行列，也有责任把这点作为经验指出来。
至于什么是礼，这是笔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

认为，所谓礼，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左传》及
中国的有关典籍指出，狄人由于不知礼或礼义，所以是
禽兽。虽然这有骂人的成分，但也说明，礼是为人的起
点和终点，不知礼或礼义，就不能称其为人。所以我
说，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因此孔子讲：“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也就是说，孝，必须加上人为的东西，不然，就不能称其
为人。当然，也不能否定自然的东西，否则连生物也
是。所以我们说，礼或礼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天人
合一的整体。
礼是指人的内在的德与外在的行的统一体，所以，

为礼，讲究知、行合一，是内圣外王的基础。
由于礼是指人为因素的起点和终点，所以我们说，

礼具有最大的包容性。而这种特征，由于只有中国有，
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只有中国文化具
有最大的包容性。又由于儒学与礼和中国文化的一致
性，所以我们说，儒学也最具有包容性。
一切文化的核心是其信仰部分。所以笔者说，中

国文化可以看作两个圆，外头的大圆，我们称之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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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昌林：《试论儒学现在面临的发展阶段及其任务》，国际儒联《儒学的当代使命》，九洲出版社，第一卷，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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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中间的小圆，可以称之为“原生宗教”。正是
这种关系，所以，随着文化的断裂、合成、中断，除中国
外，文化和宗教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目前保留下来
的中国、印度、希腊三大体系来看，除中国外，其他两教
及有关文化都走向了宗教。故我们说，儒学（或儒教）
不同于西方所说的狭义宗教概念。
在所有这些狭义宗教观念中，印度是现存文献中

见到最早的，所以还能看到原生文化与次生文化的一
点端倪，因为它提出了“婆罗们至上，祭祀万能”的概
念。所谓“婆罗们”，就是祭司集团；所谓“祭祀”，就是
《周礼》中的“吉”礼，它分８项内容，都是宗教观念，顶多
再加上“凶”礼的部分内容，其他都丢掉了。这种丢失，
不但是其中心意思，也包括其行为部分。至于儒学，是
没有这种丢失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敏以求之”，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所有部分。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说儒学不是狭义的宗教。至
于其他宗教，已经看不出来同《周礼》的关系了。正是
因此，所以西方大多数学者把伦理化（即轴心期）以后
的宗教，称为狭义宗教，而把原始宗教称为广义宗教。
儒学（或儒教）从宗教观念讲，则包括了四个时期的内
容：１）伦理化以后（即孔子以后）的宗教；２）伦理化以前
的国家（即夏、商、西周三代）的宗教；３）早期文明社会
（即五帝时代）的宗教；４）原始（即三皇时代）的宗教。同
时，它还包括这四个时期的其他习惯、习俗、传统和义
理等内容。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２）３）两项在其他文
化的活文化中，都是不存在的。因而，不从中国出发，
是看不到人类发展的全过程的。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充满了宗教观念，所

以中国文化是宗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错误在于，混
淆了自然神和人为神的区别，也与儒学发展的现实不
符。
中国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儒学（或儒教）不是宗教，

从狭义观点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所说
的宗教，基本指的是狭义宗教。至于广义宗教，则是由
于狭义宗教无法包括原始宗教的习惯、习俗和原始崇
拜等内容了，所以，不得不称为广义宗教。
至康有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发展成西方式的现

代国家，被动挨打，就在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所
以提出了国教说。
当然，也有反例，认为宗教是落后的，只有马列主

义最先进，因而提出了儒教是宗教说。

一切理论最深厚的根源在其学理之中，他们根据
儒教的落后性和崇拜性，将其表述为宗教，是有问题
的，有关看法，我已作了一定说明①。至于这种看法认
为，儒教不是西方式宗教，而是非制度化宗教，则还要
作一定说明。生活在北京的人，以至于整个中国的人
都知道，只有中国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
稷坛、太庙。而这六坛一庙，无疑是制度。那么，它们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说，它们是从中国进入
国家阶段（即夏代）就有的，怎么能说中国宗教是非制
度化宗教呢？

只有辜鸿铭（或与他一样的学者），完全站在文化
比较学的角度认为，从狭义来说，儒学不是宗教；但从
广义（即从社会功能）来说，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一样，

都是宗教②。辜鸿铭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辜说也还
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就在于，他不知道，

中国文化属于原生文化，儒学不过是其一个发展阶段
而已；而西方文化则属于次生或再生文化。正是因
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或儒学不是狭义宗教。礼作为原
生文化，当然也无法包括在狭义宗教内，只能与广义
的宗教一致。而广义的宗教、广义的文明、广义的文
化和广义的历史，是一致的，因为一沾“广义”，就是包
容一切的意思，这也是笔者希望大家注意范老说法的
原因。

既然儒学与礼是一码事，那么，儒学与其他各家
是什么关系，就必须进一步提出来。

笔者以为，儒家与道家在文化上是互补的。儒
家是站在人生的立场上，来批判“暴君污吏”的，因而
是维护人民的生活方式，并推动其发展的。道家也
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但却是以退为进，追求小国寡
民的社会。但小国寡民的社会，也是以礼为基础的。

因此，儒道两家在文化上是互补的。至于法家，也是
推动社会的发展的，但他们却以君主为基础。所以，

笔者以为，儒法是在政治上互补③。

至于儒家与墨家的关系，还要多说两句。关于
“墨翟”的“翟”，有的学者，如顾颉刚已指出，这就是
“狄”———即狄人。至于“墨”，至今还只有刑徒的看
法，至于民族关系，现在还无人指出。笔者认为，所
谓“墨”，就是狄人的丧俗。晋文公死，还没来得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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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前言》，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邹昌林：《一个谜的揭示———儒学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理性化的作用和意义》所引，国际儒联《儒学与当代文明》第二卷７６２页，九洲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
邹昌林：《儒家?春秋?大一统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功能试探》，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２５卷第１０期，１９９８。《中国礼文化》３３９页，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５期 邹昌林：关于中国礼文化研究的思考

葬，秦国就攻打晋国，晋襄公不能穿着孝服上战场，
所以以“墨衰絰”，即穿着黑色的战袍上战场。“墨衰
絰”实际是戎狄族的习俗。晋国的戎狄族是很多的，
故戎狄族的丧服也很盛行。现在带黑箍的习惯，可
能是从这时候传下来的。因此，所谓“墨翟”，就是有
着黑色丧俗的狄人。春秋时代，正是戎狄族大量融
入华夏的时期，所以墨学也成为显学。墨学成为显
学的特点是，即基本吸收了华夏思想，特别是儒家的
思想。但保留一些习俗和逻辑思维。所以，儒家与
墨家的区别，不是思想的区别，而是逻辑思维的区
别———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墨学的中
绝，不是其任侠精神的中绝，而是其逻辑思维的中
绝。墨学的形式逻辑之所以中绝，是因为它无法越
过《周易》的体系。《周易》是辩证逻辑与思想为一体
的东西，而不是像希腊那样的辩论方术。故李约瑟
指出，德国的古典哲学，追踪到莱布尼茨，在西方就
找不到源头了，因为它的真正源头不在希腊，而在中
国的宋明理学。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
中国那么受欢迎，就在于辩证法回老家。莱布尼茨
是二进制的发明人，但他当时并不自信，而当他看到
《周易》的六十四卦时，和他的二进制完全相合，从而
产生了自信，并建立起了他的思想体系。所以，德国
的辩证思维，是来自于中国。
列宁把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

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朱谦之教授，在
其著作《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已用大量篇幅
证明了中国哲学对德、法的影响。但中国对英国古
典经济学的影响，现在还未见到这方面的专著。不
过，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学者对古代经济学的研究还
不到位造成的，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对欧洲毫
无影响。例如，《管子·侈靡篇》就主张用消费来推
动社会的发展，这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思想是一致的。
郭沫若对此虽有深入研究，但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
只向古史分期发展，这是不足的。故傅筑夫指出，中
国从战国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①。傅文的观点也许
太极端，但他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有过人
之处，则是正确的。
以上就是笔者对中国礼文化与诸子关系的基本看

法。礼文化的特点，首先是维护人民的生活方式。又
由于中国礼文化的循序渐进性，所以才有以上变化。
中国文化自古只有一个中心（不是外来文化从未

进来过，如唐代的景教，但从未发挥过一个中心的作
用。至于佛教的东传，也是两者的相吸，佛教并不否定
儒学的中心地位，否则就无法在中国站住脚，以及后来
的三教合一）。但自晚清以来，始有了两个中心。所谓
“中体西用”（即西体迫使中体承认它的存在之始），正
是两个中心的反映。到“五四”时期，更向“互为体用”，
“西体中用”和全盘西化论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全盘
西化论已登峰造极）。后来，人们又企图超越体用的思
路，提出了融合论。除了全盘西化论，笔者无法接受之
外，其他四点，对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都有可取之处
（不过，“西体中用”要差一些）。回到原点论，虽然可以
超越前四者，心情最舒畅，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几乎是
不可行的。不过，中国文化的原生性、循序渐进性和最
大包容性，可能要好一些。对这几者的前途，笔者也无
法预测。但郭沫若说过：“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
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②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过去和现
实的一切研究透，使其更符合实际，以为指导现实与未
来的发展。

正是自晚清以来，两个中心的出现，中国的被动
挨打，中国学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西学的
东渐，严复等思想家把西方的许多著作翻译过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中国有识之士崇拜的
对象。正是西学的这种倾向，从而把西方的社会达
尔文主义（即丛林法则）也引了进来。随着西学的东
渐，中国的学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
化之一，就是疑古思潮的甚嚣尘上。

疑古思潮第一种表现是，导致了今古文的争论，

至康有为而达到了顶峰。今古文的争论，《周礼》无
疑是焦点。所谓今文经学，是指从先秦传下来的典
籍和解释，到汉代，都为今文（即隶书）写成，所以称
为今文经学。由于传承这些经典的学者大多是孔子
及其弟子，所以今文经学以孔子为首。所谓古文经
学，是指汉代新发现的典籍。由于发现时用篆书写
成，所以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大多与今文经学
只有字句之差，但《周礼》却是个例外，在此之前，从
来没见过。正是因此，古文经学以《周礼》为首。因
而认为，今文代表了孔子的体系，古文代表了周公的
体系。但《周礼》是在汉代才出现的，因此，《周礼》是
否后人伪造，从《周礼》发现以来就有怀疑，至晚清而
达到顶峰。笔者以为，伪造之说应予排除。没有根
据，后人是造不出这么个系统的。至于《周礼》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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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
《中国近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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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笔者则认为，这是周室内乱，被王子朝抱走的。
王子朝不但抱走了《周礼》，而且还有《逸周书》等典
籍。王子朝及其后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所以
把周室的典籍都抱走了。他们认为，这些典籍是证
明他们正统的证据，尤其《周礼》，更是证明他们身份
的象征，所以秘而不宣。直到汉朝，王子朝后人，由
于复辟无望，才把《周礼》献出。由于献出时，已缺
《冬官》，故以《考工记》补上。关于王子朝抱走周室
典籍一事，在《左传》已有明文记载，这正是孔子以后
的学者看不到它的真正原因。由于这一揭示，从而
解决了长期困扰今古文争论的这一难点问题①。
至于两种体系的争论，也是可以证明的。周公按

商代的兄终弟及制，是实际的王。按周代的嫡长子继
承制，则号称“摄政”。但不管何者，周代的制度是周
公制定的，则没有问题。故历来有周公“制礼作乐”之
说。周公制礼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商代的继承法，即
由兄终弟及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然后才是官制、朝
仪制度，也包括一些由习惯、习俗传承下来人生礼仪
部分等。所以孔子才说，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并以梦到周公为荣。这都说明，周公“制礼作乐”是有
根据的；周朝的大政方针，包括制度，是周公制定的。
至于孔子，已如上述，除了其人生礼仪与国家礼仪的
区别之外，还与礼的发展阶段有关，即从孔子起，礼的
义理被阐发出来，从此礼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即以义制仪的阶段。孔子以后的学者无不留
心于此，这也正是孔子之所以伟大的另一根源。
疑古思潮的第二种表现是，怀疑五帝时代的存

在。从西方及其他文化看来，它们的活文化都没有五
帝时代，只有中国有，因而中国学术，也开始怀疑五帝
时代的存在。由于尧舜禹上接五帝，下启三王，特别
是尧舜，为历代统治者和学者所崇拜，所以，他们也把
矛头指向了尧舜。只要否定了尧舜，则不但可以否定
五帝时代，而且进一步可以动摇中国的“体”。故“五
四”时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思潮，成为了一大派。
把从未受到怀疑的尧舜，指为儒家的伪造。
顾文的观点，无疑是现代的产物，这是以前从未

出现过的。由于对尧舜的否定，不但否定了五帝时
代，而且从整体上改变了传统经学的方向，具有极大
的破坏性。因而，顾颉刚在１９８２年再版的前言中指
出：这是向传统的古史观扔了一颗原子弹，将“一座
圣庙一下子一拳打碎成了一堆泥”，②其影响之大，
就不言而喻了。

顾文或曰现代疑古思潮的错误在于，以文字的
有无定是非，把无文字的历史，不是否定掉了，就是
后人的文饰，总之，都有后人的伪造。再加上不少文
献晚出，而记载的内容靠前，这更是后人伪造的证
据。尧舜之所以被否定掉了，不但他们出现在文字
以后，而且其出现在文献上，还晚于禹，这正是尧舜
为后人伪造的证据。而尧舜在文献上，与儒家最一
致，因此为儒家伪造无疑。关于现代疑古思潮的错
误，我在有关著作中已指出（见《中国礼文化》）。我
认为，中国的礼，不是文字出现后的产物，而是出现
在文字之前，中国文字记载的都是礼，整体就是一个
礼文化模式。关于这方面的看法，这里不再复述。

如果今古文经学的争论，还可以看到“中学为
体”的观点的话，“五四”以后的现代疑古思潮则没有
中学“体”的概念了。这是启“西体”的通道。没有五
帝时代的活文化，没有尧舜，就没有中国的“体”的存
在。因为不管怎么变化，只有中国才有五帝时代的
活文化，只有中国才有尧舜这个早期文明社会的君
主。缺了这二者，就成了原始社会直接国家阶段的
根据。这种理论，正是国家理论一重性的根源———

即国家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其他阶级的机关和机

器。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们至今还在走着对
历史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可以
继承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说，

文明社会的一切学说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都是维
护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这不是抽象肯定，

具体否定是什么？所以，从“五四”到文化大革命的
全盘西化论，正是这种抽象继承，具体否定的反映，

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极端而已。如果说“五四”离传
统的“体”不远，且各种思潮还均衡的话，那么，文化
大革命的一边倒倾向，则使很多人无法接受了。只
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到国家理论的缺陷。因
为这种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文革的这种现象了。马克
思虽然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是
历史科学。”但他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所以才有了
国家理论的失误。这是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造成
的，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马克思的。正是文革的一
边倒倾向，迫使笔者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把国家
理论改成二重性概念（见《晋国土地制度·前言》）。

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关于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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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现代疑古思潮对中国“体”的否定，以及西
体的引进，所以近代以来，尤其现代学术，无不打上
两个中心的烙印。各种思潮的专著相继出现，这是
不可避免的。如何使我们既继承传统，又有现代思
维，这是许多学者都在做着的工作，笔者当然也不能
例外。从近现代以来，人们都在探索人类发展的统
一道路，马列主义更是如此。但是不管何者，西方与
中国走的是不同道路，这是普遍公认的。如东西方
的人们都注意到了历史的差异，即除西方的道路之
外，还有所谓亚细亚道路。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是
纯亚细亚生产方式，印度是半亚细亚生产方式。而
在中国学者看来，西方（即希腊、罗马）是正常的孩
子，中国是早熟的孩子。一直到张光直的连续型和
突破型，笔者的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
文化单元，都是在探索东西方历史的差异。但不管
何者，在现实中，由于西方的强势，大多数学者还是
以西体来构筑未来的发展方式。即使有不同看法，
也不得不主要参考西方的方式。故在现实中，几乎
是普遍的一边倒。如，认为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是万
灵妙药，就是如此。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动不
动就以民主和人权为大棒，干涉别国内政，攻打反对
方。我们承认，这种方式，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有效
的。但把这种方式一旦推行到欧洲以外，就没有这
样幸运。尤其在亚洲，推行到哪里就哪里乱。所以，
聪明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有亚洲价值观；
新加坡的郑永年也认为，有亚洲价值观；中国的许多
学者也认为，有亚洲价值观。但亚洲价值观是什么？
则应者甚少。只有郑永年指出，这就是程序民主和
实质民主的区别。① 欧洲是程序民主，亚洲是实质
民主。并且进一步指出，亚洲的实质民主有如《孟
子》的民本思想。但孤木不成林，笔者再举几例，以
支持郑永年的观点。这就是：《尚书》的“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唐太宗的“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水代表人民，舟代
表君主），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
务”，这都是实质民主的例证。所以，郑永年的观点
是成立的。不过，郑永年的观点，还是中间环节。西
方为什么是程序民主？东方为什么是实质民主？郑

永年的看法还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其
所以然，最终还要靠两种体系的不同来说明。
笔者认为，所谓程序民主，是母系社会的产物；

而所谓实质民主，是父系社会的产物。我们不能说

西方就是母系社会，但西方离母系社会更近，有些特
征带有明显的母系社会特点，则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知道，社会是复杂的。但无论怎么复杂，追

踪到原始状态，就没有那么复杂了。以生活方式为
例，我们只要知道中国北方的宗族制，南方的祠堂
制，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大致了解了。在这个基
础上才是对其他东西的研究。对西方也是如此，只
要知道它的教区制度，在教区里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然后才是研究其他东西。同样，对历史的研究，也是
如此，这就是寻找其中的最简单方式，又具有普遍意
义东西。对于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来说，这无疑就
是部落。在部落内部，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最大的
差别是，母系社会以个人为主，父系社会以家庭为
主。以个人为主的社会，如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
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在西
方社会具有普遍性。而以家庭为主的社会，如巴金
的三部曲，把个人的自由限制在最低档次，这应该就
是东方社会的特点。以前，人们多把这看成是历史
阶段性差别。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这
不是历史阶段性的差别，而是历史体系的差别，即母
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差别。
在社会关系方面，自近代以来，虽有两种体的区

别，但在社会前进方面，我们是以西体为主的。而在
差异方面，则是找寻东方的不是，而对西方却不顾。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从世界历史
看，西方是经过一次中断，两次跳越，再加上基督教的
西传发展起来的。一次中断，是迈锡尼文化与克里特
文化，这在希腊之前，是一种中断。两次跳越是，希腊
和日耳曼（即西欧）。日耳曼好理解，因为它们在进入
罗马帝国之前是蛮族，而蛮族（即原始民族），据中国
的历史，就是指母系氏族。一旦进入了父系氏族，就
进入五帝时代。而五帝时代，不是根据以前其他的死
文化判断，为原始社会；而是根据中国的活文化判断，
是文明社会。因此，日耳曼人离母系氏族最近，这是
无疑的。至于欧洲的中世纪是继承罗马帝国多一些，
还是继承日耳曼人多一些，则是另一码事。
至于希腊，人们可能有怀疑，这却必须多说两句。

以前，人们之所以把西方的民主看成是普遍法则，主要
根据是希腊。因为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已奠定
了现代社会（即西方）的基础，至伯里克利打败波斯人，
而达了顶峰。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言必称希腊”的
东方，都把这段历史看成是普遍法则。但是，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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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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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跳越、有保留的。但跳越是什么？保留是什么？
却必须回答，才能清楚。笔者认为，可能人们忽略一个
细节，这就是恩格斯讲的，由于雅典娜的一票，从而使
希腊的父系战胜了母系。也就说，希腊在奥林匹斯
山———这一神山阶段，还在母系氏族阶段，所以，民主
制也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无疑。正是母系社会实行民主
制，因此雅典娜才能以一票之差否定母系制。如果既
注意到这个细节，又能把东西方历史作一比较的话，就
可以看到二者的差别了。
在西方，是从雅典娜就直接梭伦改革，然后，又

是日耳曼人的重新跳越。而在东方，尤其中国，在周
代是嫡长子继承制，在商代是兄终弟及制（这就是所
谓家天下），然后上接尧舜的推举制（这就是所谓公
天下）。如果再加上三皇时代，中国有一个知母不知
父的时代，就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完整序列。
关于五帝时代，我们还要多说两句。据《国语》

记载，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其中二人同
己姓。据杨希枚考证，其中的“己”，就是自己的
“己”。也就是说，黄帝在十二个氏族娶妻，其中两个
是同姓。能在自己的氏族娶妻或在同姓氏族娶妻，
这在母系氏族是不允许的。所以，黄帝时代不是已
经过渡到父系氏族，也是母系向父系过渡的产物。
正是根据以上判断，中国从五帝时代就进入了父系
社会。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原生社
会，是有根据的。
正是以上特点，谁离母系社会最近，谁离母系社

会最远；谁是跳越型，谁是循序渐进型，就一目了然
了。如果二者相比，显然西方是跳越的。然而，我们
的论述现代却以西方为主，而以东方为辅，这是有问
题的。因为只有循序渐进才有规律可循，跳越则没
有规律可循。因为我们可以从母系社会跳越，也可
以从其他阶段跳越；我们既可以一次跳越，也可以连
续跳越，来发展自己。因此，西方是通过两次跳越叠
加起来的发展典型。希腊不但跳过了克里特文化和
迈锡尼文化，而且日耳曼也跳过了希腊和罗马。正
是在这种连续跳越中，由于来不及改变习惯或其他
因素的影响，所以，希腊保留了母系氏族的民主制遗
存，日耳曼人也保留了母系氏族的个人自由。至于
东方，特别是中国，则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典型。在这
里，不但完整地保留了历史序列，而且完整地保留了
父系制度。而中国之所以能保留这种原生性，不仅
在于中国民族从始至终在这个区域内，而且在于，中
国文化始终是本区域的最高类型。
而西方文化则不同，在他们跳越之前，都是原始

民族（即母系氏族）。是他们把当地的文明民族灭亡
了，才发生跳越。至于当地文化的命运，则视它们保
留情况而定。迈锡尼文化和克里特文化，由于人数
不多，地域狭窄，所以一蹶不振。至于希腊和罗马，
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人数众多，地方广大，所以统治
阶级也拿它们没办法，因而，历史也以它们为主。但
是希腊和日尔曼则不同，由于他们是统治阶级，历史
肯定要留下一笔，但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却发
生了跳越，即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一下跳到了文
明社会。这种跳越不管有多远，但他们自己刚刚脱
离母系制，却是事实，故西方也留下了母系社会的一
些习俗和遗存，其中就包括了西方的程序民主。
而在中国，由于周边文化没有超过它的，所以也

无法跳越。至于元朝和清朝，两次少数民族入主全
国，也是亘古未有的大事，所以还要多说两句。蒙古
族和满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从他们产生起，就
和汉族打交道，故他们从总体上无法逃脱中国文化
的宿命，这是必然的。就是这样，许多汉族还无法接
受，因为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这还是亘古未有
的大事，何况，它们还是落后文化，故其中的原因和
结果，我们还必须说清楚。
蒙古民族和满族，由于它们是落后民族，又与汉

族接壤，所以它们可以跳越，但不能越过汉族，这是
它们的宿命。而汉族，由于周边没有文化超过它的，
这就决定它无法跳越，只能循序渐进。但是蒙古族
和满族却是统治民族，它们虽然不能推动汉族的超
越发展，却可以拖后汉族发展的后腿。所以蒙古族
和满族统治中国，不但没有使中国超越西方，反而使
汉族落后于西方，最终被动挨打。因为，在汉族将要
丢弃的东西，对落后民族来说，却是很先进的。故它
们上台之后，不但不丢弃这些东西，反而要把这些东
西保护起来，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只好走
了一个合力的方向，既没有按汉族的方向发展，也没
有按落后民族的方向发展。只不过，这对于先进民
族来说，是拖后腿，对落后民族来说，却是跳越。
笔者在大学阶段，曾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我们

虽然可以否定傅筑夫的看法，但对有的日本学者所
认为的中国从宋代就进入了近代社会，却无法否定。
据笔者研究，宋代的行业分工已超过了文艺复兴的
威尼斯，宋代的行业分工已达４００行以上，而威尼斯
只有３５０行；宋代人口是最多的，达１亿人以上；至
于城乡人口的比例，已与建国初期相当。宋代之所
以没有发生资本主义革命，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
发生的初期，还属于量变阶段，各国无不如此。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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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国家最发达，很容易切断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例如，方腊起义的地区，就是一个经济区，
它只要自己和市场发生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可
以发生，但是官府却“系滋取，无辎铢遗”，从而使资
本主义的生产无法发生。如果宋代还不明显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把唐代和明代相比，就再明显不过
了。其中最明显事实是，黄巢起义，几十万大军打下
长安，却由于解决不了军粮问题，最后溃散了。而李
自成的几十万大军，在偏僻的伏牛山中，却靠着小商
小贩的千里转运，解决了军粮问题，因而建立了大顺
政权。这可以看出，明代的商业有多发达。例如，明
代已经有很多县，整县都进行布帛生产，它们只要单
独和市场发生关系，就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
但政府却通过“和买”、“和卖”的手段，削弱了这种发
展势头。不过明代已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口号，却是
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平买平卖”。按现代话讲，则是
“等价交换”。所以，如果没有元代的延缓，清兵的入
关，中国应早于西方进入现代社会，起码不会被动挨
打。故关于元代和清代，笔者还要多说几句。
蒙古族以其摧枯拉朽的力量，占领了当时世界

的三分之二。它把速度———即古代的骑兵和现代坦
克部队一样———发展到了极限。故笔者曾戏言，蒙
古人没有打到西欧，蒙古人如果打到西欧，就不会有
现代的资本主义。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必须以汉
族为主体向前发展。当时的汉族，不但人口众多，地
域广大，历史悠久，而且文化是当时最高的。所以，
蒙古人的四大汗国，不得不以元朝为大汗和中心向
前发展。他们不但接受了汉文化，而且在朝代的更
替上，采用了汉族王朝系统。而他们的最早灭
亡———不到九十年，也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
即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的种族压迫制度，不合
儒家的“有教无类”，汉人的科举制———即在域内实
行种族平等、阶级平等的制度，所以很快灭亡了。不
过，蒙古族却可以在汉族的基础上跳越，却是它的优
势。但是对于汉族来说，它的发展因此而停滞或延
缓了下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满清，则是以吴三桂为首的地主阶级请进

来的。吴三桂如果不开关，清兵是进不来的。吴三
桂由于不能容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所以把清兵引
进了关。清兵入关以后，虽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强迫汉人改服制。但从顺治朝开始，满清就全盘汉
化，他们不但用汉人的典籍改造他们的陋习，而且把
汉人当客卿，从不以奴隶相待。正是清朝在文化上

的全盘汉化和在国内实行种族平等政策，因而赢得
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信任，所以国祚久延。
但不管怎么变化，蒙古族和满族只能在汉文化

内进行跳越，则是不争的事实。而汉文化在它们的
统治下，却停滞不前或延缓了发展速度，从而使中国
最终落后于西方，被动挨打。因为无论怎么说，哥伦
布的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全球航海，起因都是为了
追逐中印的财富。所以在这之前，是东风压倒西风
的。至于西风压倒东风，则是这以后的事情。
关于元代和清代少数民族入主全国，使中国被

动挨打的原因，我们还可以通过《金瓶梅》和《红楼
梦》两部文学著作看出来。《金瓶梅》和《红楼梦》，都
是浪漫主义。不过，一个是消极浪漫主义，一个是积
极浪漫主义。《金瓶梅》是通过西门庆，以亵渎的方
式揭示封建主义。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了封建
社会的后期，商业道德是如何腐败。这与西方是一
致的。据马克思揭示，在欧洲封建主义后期，资本主
义初期，文学家歌颂的，都是封建道德的美好（不过，
这在当时都是倒霉的），资本主义道德的败坏（不过，
这在当时却吃得开），如巴尔扎克就是如此。《金瓶
梅》所揭示的，和马克思所说何其相似。至于《红楼
梦》，则是通过宝黛，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不屈，但他们
的命运却是倒霉的。这和马克思所说，也是一致的。
不过二者，尤其《红楼梦》，不像其他的小说，是一个
单纯的故事，而是写了一个社会。而《红楼梦》中的
宫廷礼仪，尤其发达。故余英时指出，《红楼梦》中的
宫廷礼仪，要远超过各代。中国总体是一个礼文化
模式，清统治者就是把这种宫廷礼仪推向民间，从而
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这正是中国文化有阶段性原
因，又有体系的不同所造成的。
正是以上特点，所以我们说，东西方的差异，不是

简单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有着整个体系的差
别。因而，我们决不能把西方的某方面特征，当成绝
对真理看待。例如，西方的女王是普遍现象，而中国
的女王只有武则天，且这还是父系的产物。再比如，
西方主张个人自由，中国“五四”时期，也反对家庭对
个人的束缚，这无疑是学西方的结果。而现在，为了
追求内部的和谐，又不得不反过来歌颂南方祠堂制的
合理性（见中央电视台的《乡愁》）。由于这种缘故，我
们固然不能不顾历史发展阶段的区别，但更要看到两
种文化类型的区别，不能主观地把程序民主看成是衡
量一切的标准。西方把其民主和人权看成是干涉和
反对一切其他民族的制度，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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